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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蚕书也反映了蚕业生产的时空特征，同时可减少存佚数量对结果客观性造成的影响。

中国古代蚕桑业的时空变迁

———以蚕书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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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５）

摘要：中国古代蚕桑业和蚕书发展在时空特征上具有一致性。北宋以前蚕书多出自黄河流域，南宋时南

方蚕书首超北方，元代前期黄河流域蚕书数量有显著增长，明清时期江浙稳居蚕书出版中心地位。蚕桑

业变化轨迹与之类似，宋以前全国蚕桑业中心在黄河流域，南宋时逐步南移，元代前期北方蚕桑业出现

短暂复兴，至明清蚕桑业中心则完全移到江南。但二者并非完全同步。乾隆和光绪年间北方蚕书由于政

府推广政策驱动兴盛，而北方蚕桑生产依然困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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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世界蚕桑的起源中心，中国早在新石器时
代就已开始植桑育蚕、抽丝织绸。在此后几千年的

发展过程中，蚕桑业屡经兴衰，蚕桑生产的中心地

域也不断变化，但蚕桑业始终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保

持着与农耕同等重要的地位，也因此形成了数量丰

富、涵盖地域广泛的蚕桑文献①。据华德公 《中国

蚕桑书录》统计，自汉代至清末中国共出现包含蚕

桑内容的综合性古农书５６部、蚕桑专著２１０部，共



有蚕书２６６部。［１］１由于受到不同时期自然和社会经
济条件及蚕桑业发展状况的影响，这些蚕书的时空

分布很不均衡。

过去学术界对于蚕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

面：一是王毓瑚、章楷、王达、华德公诸先生在古

蚕书书目、版本等方面的整理研究，其梳理了中国

古蚕书的全貌，为后人的检索和研究提供了极大方

便；二是从技术史、经济史或生态史角度对蚕书内

容所开展的研究，如石声汉、章楷、杨生民、华德

公、俞荣梁等对 《农桑辑要》《农桑经》《豳风广

义》等蚕书的研究。此外，还有高国金等对清后

期蚕书创作的特点和原因进行的探讨［２－３］。总体而

言，目前学术界对蚕书的时空特征，尤其是对蚕书

与蚕桑业时空特征的关系还未开展充分讨论，仅有

个别学者就某一时期农书的时空特征进行了研

究①［４］，或以某部蚕书为中心分析其所反映的特定

时空蚕桑业的发展②［５］。

本文拟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重点考察蚕书

的编撰地点、技术来源、新出数量等整体特征，藉

此分析蚕书创作的阶段性和地域性变化，并结合蚕

书内容重点讨论其所反映的蚕桑业时空变迁的总体

特征。如此，一方面可理清蚕书时空变化特征及其

原因；另一方面也可为中国古代蚕桑业变迁问题提

供新的佐证。

一、蚕书所见明清以前蚕桑业的时空变化

中国的蚕桑生产历史悠久，但在宋代以前，有

关蚕桑生产的专书并不多见。据华德公 《中国蚕

桑书录》所录，共有两汉 《?胜之书》《种树臧果

相蚕》《四民月令》、北魏 《齐民要术》等共计１０
部。除东汉建初八年 （８３年）王景所写 《蚕织

法》总结庐州地区的蚕桑生产经验外，早期蚕桑

文献均出自黄河中下游地区。（见表１）这反映出
宋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期居于蚕桑业中心的

地位。

表１　明清以前蚕书分布概况

蚕书成书时期 北方蚕书数量／部 南方蚕书数量／部 蚕书总数量／部
西汉 １ ０ ２
东汉 １ １ ２

三国魏晋南北朝 ２ ０ ４
唐 １ ０ １

五代十国 ０ １ １
北宋 １ ２ 　２
南宋 ０ ７ ７
金元③ １０ ２ １３
合计 １６ １３ 　　３２

　　秦观 《蚕书》同时反映了北宋高邮和兖州地区的蚕业生产技术，因此北宋蚕书总数较南北方蚕书数量总和少 １

部。部分蚕书地域信息不明，因此蚕书总数量大于南北方蚕书的合计数。

　　北宋 （９６０年—１１２７年）仅见蚕书两部，即
托名淮南王刘安的 《淮南王养蚕经》和秦观 《蚕

书》。其中秦观 《蚕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篇蚕

桑专书，书中称 “兖人可为蚕师”，所以该书有与

江南蚕家不同的内容都取自兖州。可见黄河下游地

区蚕桑生产技术还保持较大的优势。南宋时南方蚕

书的刊行达到了第一个高潮，从高宗绍兴十九年

（１１４９年）到宁宗嘉定末的７０余年，南方共出现
７部蚕书，包括影响久远的陈

$

《农书》、楼
%

《耕织图》等。而同一时期的黄河流域则并无明确

可考的蚕书传世。蚕书地域的显著变化反映了这一

时期蚕业生产格局的巨大变化。自北宋开始，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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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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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邱志诚对两宋农书的时空分布特征及传播方式进行的研究。详见文后参考文献 ［４］。
见盛伟 《蒲松龄的＜农桑经＞与明末清初淄博地区的养蚕业》。该文从 《农桑经》的成书背景角度分析了明末

清初淄博地区蚕桑业的发展。详见文后参考文献 ［５］。
据华德公 《中国蚕桑书录》中记载，这一时期诸如 《韩式直说》《农桑要旨》《务本新书》等的成书年代并不

确切，只记为 “金元时代”，故本文将此类蚕书与元代蚕书合并统计，共１３部。



蚕业的领先地位开始动摇，蚕业中心开始向江南转

移。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三：一是频繁的战乱使

北方农业经济和蚕桑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丝绸贸易

受阻；二是自靖康之乱后，经济重心的南移伴随着

大量人口南迁，北方蚕桑业的经济基础和技术传承

受限；三是受１２世纪以后黄河流域气候逐渐变冷
的影响，灾害增多，蚕桑生产的自然条件恶化。到

了南宋、金时期黄河流域蚕桑业出现凋敝，与此同

时处于经济中心的南方蚕业日渐兴盛，促进了蚕书

数量的增长。南宋、金时期蚕书中所指向的基本都

是南方地区，而北方地区几无新出蚕书。

元代蚕书的地域分布并未延续宋金时期南多北

少的状况，北方蚕书的数量再度显著超过南方。元

代编著的蚕桑文献共有１３部，较前代明显增加。
其中北方９部，形成北方蚕书编撰的第一个高峰
期。此外尚有安徽蚕书２部，兼论南北的１部，地
区不明的１部。蚕桑专书增多的同时，综合性农书
中蚕桑内容所占比重亦明显上升。以 《农桑辑要》

为例，全书共七卷，其中栽桑、养蚕各占一卷，从

篇幅来说，几乎是全书的１／３，远远超过 《齐民要

术》中 “种桑柘”篇所占的比例。从时空特征看，

元代蚕书编写的时间多在元代前期，此时南宋未

灭，蚕书的兴盛反映的是元前期北方蚕桑生产地位

的上升。元人重视蚕书一方面归因于元统治者为了

尽快恢复北方经济，大力提倡农桑，如世祖忽必烈

先后设立劝农司、司农司等中央农事机构，下令编

印 《农桑辑要》 《栽桑图说》劝谕百姓植桑养蚕；

另一方面，元前期转暖的气候也提供了适宜的自然

条件①［６－８］。因此，元前期北方的蚕桑生产水平一

度恢复到北宋时的水平，甚至较北宋为高。［９］而同

一时期的南宋朝廷风雨飘摇，已无力于农桑之事。

二、蚕书所见明清时期蚕桑业的时空变化特征

明清时期，蚕书的数量显著增长，共达 ２３４
部。明清蚕书不仅数量丰富，时空分布也呈现出新

的特征 （见图１）。总体上可以乾隆时期为界，分
为两个阶段。乾隆以前，南北方蚕书都较少，蚕书

数量增长缓慢。乾隆时期，南方蚕书显著增加，此

后总体上保持增长趋势，仅在咸丰年间经历了一次

骤减。北方蚕书数量在乾隆时期也有一次较大增

长，之后长期呈现数量少、分布区域狭小的特点。

而到光绪年间，南北方蚕书的编著都达到顶峰。

图１　明清时期蚕书分布情况 （以３０年为一时段）②［１，１０－１１］

明洪武至正德年间 （１３６８年—１５２１年），与蚕

桑相关的农书仅 《种树书》《便民图纂》《树畜部》

《田家历》４部。除 《田家历》不可考，其他３部主

要记录了江南的养蚕经验。明中期至清雍正年间，

南方蚕书数量逐渐增加，区域主要集中于江浙地区，

其中太湖流域最为丰富，有蚕书十余部。这一现象

的出现与当时蚕业发展状况有极大的关系。自宋元

以后，因受到战争、经济重心转移、棉花推广及气

候变化等的影响，北方蚕桑业凋敝，蚕桑生产从此

一蹶不振。而太湖流域的蚕桑生产持续发展，蚕业

技术水平达到空前的高度，蚕业中心已经完全转移

至南方，尤以杭嘉湖一带为盛。明人严书开说：“宋

元之间，其种 （指棉花）始至，关、陕、闽、广，

曾得其利。洪、永之际，遂遍天下，其利殆百倍于

丝粆。自此而天下务蚕者日渐以少。独湖地卑湿，

不宜于木棉，又田瘠税重，不得不资以营生，故仍

其业不变耳。”（见乾隆 《湖州府志》卷４１引）

明代北方未见新出蚕书，清代前期仅有 《山

蚕说》 （孙廷铨，１６５１年）和 《农桑经》 （蒲松

龄，１７０５年）两部山东蚕桑专著。明到清前期北

方蚕区整体上呈现衰落的景象，但由于山东地势多

丘陵山区，适宜柞树种植，且有放养柞蚕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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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气候变化的研究揭示，１３世纪初中国气候开始转暖，中国东中部年平均气温比现代高约０７～０８℃．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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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华德公 《中国蚕桑书录》、王达 《明清蚕桑书目汇介》、王毓瑚 《中国农学书录》所收录蚕书统计而成。详

见文后参考文献 ［１］与 ［１０－１１］。



所以山东柞蚕业在北方蚕业普遍衰落的情况下依然

有所发展。孙廷铨的 《山蚕说》就是关于山东地

区柞蚕生产技术的经验总结。蒲松龄 《农桑经》

既是对历代蚕桑生产技术和经验的总结，也反映了

明末清初淄博地区发展蚕桑生产的需要。

乾隆年间，尤其是乾隆前半期，南、北方均出

现了蚕书创作高潮，共新增蚕书２２部。其中，南
方新出蚕书８部，蚕书地域较此前有所扩大，除江
浙地区外，四川、江西、福建均编写了推广蚕桑的

专著。如沈潜为在四川推广蚕桑而编写的 《蚕桑

说》（１７４２年）、李拔向福建介绍四川蚕桑生产技
术的 《蚕桑说》 （１７５１年）、王萦绪向四川传授山
东柞蚕放养技术的 《蚕说》（１７５７年）、黄克显为
在江西发展蚕桑而编绘的蚕桑普及读物 《蚕桑图

法》（１７７３年）等。与此同时，北方也在乾隆时期
出现蚕书刊印的高潮，共新出蚕书９部，是光绪以
前蚕书创作最为繁荣的时期。北方蚕书的地域集中

在陕西和山东两地，主要是为在陕西推广蚕桑以及

总结山东地区柞蚕生产经验而编写。

乾隆时期蚕书的兴盛反映了蚕桑生产的发达状

况。经过顺、康、雍的经营，乾隆时期社会经济稳

定发展，由于人口激增，衣食需求压力加大，高宗

规定各级地方官把劝课农桑作为 “临民者第一要

务”，甚至把重农作为各级官吏考核的首要标准，

还要求翰林院将农业生产方法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

加以研究。在社会经济运行良好和政府重视农桑生

产的同时，丝织品的出口增长也进一步促进了蚕桑

生产的扩展。 “外洋各国夷船到粤贩运出口货物，

均以丝货为重。每年贩买湖丝并绸缎等货，自二十

余万斤至三十二三万斤不等。统计所买丝货，一岁

之中，价值七八十万两或百余万两，至少之年，亦

买价至三十余万两之多”［１２］。原有蚕区已不能满足

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刺激了蚕区的扩展。因此，

许多以推广为目的的蚕书应运而生。

乾隆时期陕西不仅蚕书数量丰富，以６部居各
省之首，而且也是北方蚕桑推广着力最大的地区。

关中地区是中国旱地农业的发源地，也曾是早期蚕

桑业中心之一。《诗经》即对关中地区蚕桑业兴盛

情形多有称述。秦汉时期，陕西蚕桑业发展迅速，

丝绸的生产和贸易盛况空前。西汉农书 《?胜之

书》即有对关中种桑养蚕技术的记载。但到唐宋

时期，陕西蚕桑业受战乱和气候变化等影响由盛转

衰，元明时期更显凋落，直至清乾隆年间才有所恢

复。在这一过程中，杨磆等地方士绅和陈宏谋等地

方官员不遗余力，编写了不少蚕桑专著，为陕西推

广蚕桑发挥了重要作用。杨磆看到当地有食无衣、

农民陷于困苦，他根据 《诗经》“豳风”对蚕事的

记载，推想关中过去是有蚕桑的。为在陕西地区恢

复蚕桑，他反复试验并总结适宜陕西地区种桑养蚕

的有效办法。乾隆五年 （１７４０年），杨磆将自己种
桑养蚕的实践经验加以系统整理，著成 《豳风广

义》。该书有很高的技术水平和很强的实践指导意

义，被陕西蚕桑推广的后继者奉为圭臬。为向百姓

宣传蚕桑，杨磆又编成 《知本提纲》 《蚕政摘要》

《修齐直指》等。乾隆十年 （１７４５年），陈宏谋主
持陕西政事，以 《豳风广义》为参考广兴蚕桑。

虽后来由于气候、环境等因素影响，关中地区蚕桑

生产的推广并不成功①［１３］，但他们的著述成为以后

陕西尤其是陕南蚕桑生产的主要依据。如嘉庆十四

年 （１８０９年）兴安知府叶世倬将 《豳风广义》择

其精华编纂 《蚕桑须知》刊印发行；道光九年

（１８２９年）杨名在陕西汉中府任职时节取叶世倬
的 《蚕桑须知》，编成 《蚕桑简编》；光绪二十一

年 （１８９５年），陕西布政使曾?在全省推广蚕桑，
抄录 《豳风广义》相关内容著成 《蚕桑备要》。

乾隆以后，南方蚕书数量总体呈增长趋势，其

中道光年间 （１８２１年—１８５０年）新出蚕书达 １９
部。但咸丰年间 （１８５１年—１８６１年）蚕书数量锐
减，仅有 《广蚕桑说》 （沈练）和 《蚕桑琐说》

两部蚕书，分别出自安徽和四川，江南竟无新出蚕

书，显然太平天国运动 （１８５１年—１８６４年）对江
南的蚕桑业造成了严重破坏。同治时期 （１８６２
年—１８７４年），清廷和各地方政府都将发展蚕桑作
为恢复经济的重要内容，依靠官府和民间的力量兴

办蚕桑事业，推广蚕桑生产技术，鼓励农民种桑养

蚕，蚕桑生产逐渐恢复，南方蚕书数量增加，共有

４４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８年２月

①如袁枚为陈宏谋所作碑文称：“虽秦土燥寒，公去后，桑树半萎；属吏希公意，至有买南丝充秦&

、秦绢以为

媚者”。详见文后参考文献 ［１３］。



１６部新蚕书问世，蚕书的地域也扩大至江苏、浙
江、湖南、湖北、四川、安徽、广东、广西等地。

北方自乾隆以后，蚕书编印重又式微。从嘉庆至

同治的８０年中，北方仅出蚕书４部，分别是陕西地
区的 《蚕桑须知》（叶世倬）、《蚕桑简编》（杨名）

和山东地区的 《山左蚕桑考》 （陆献）、 《沂水话桑

麻》（吴树声），都是为在当地恢复蚕桑生产而编印。

乾隆时短暂兴盛的陕西蚕桑业此后又归萧条，仅气候

适宜的陕南地区保持有蚕桑生产，叶世倬、杨名的

蚕书正是为在陕南汉中一带推广蚕桑而编写的。

光绪年间 （１８７５年—１９０８年）是蚕书编印的
巅峰时期，数量激增，新出蚕书达１２０部之多，其
中地域可考的南方有６７部、北方２８部。南方蚕书
较之北方仍然呈现出明显优势，不仅蚕书数量猛

增，分布地域也呈现全面扩散趋势，南方各省普遍

编写出版了新蚕书。其中：浙江、江苏仍为蚕书编

印的中心区域，分别新出蚕书１５部和７部；四川、
安徽、贵州等地以前仅有零星蚕书问世，到光绪年

间大量增加，特别是广东此前几无蚕书，而光绪年

间新著达６部。而同一时期，北方蚕书区域也由原
来的山东、陕西地区扩展到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和

东北的吉林、辽宁，其中河南、河北分别新出蚕书

９部和７部，增长尤为显著。
光绪年间蚕书的大量刊印及其时空特点反映了

这一时期蚕桑业地位的显著上升和时空新变化。随

着国门洞开，西方列强不断渗透国内市场，外国资

本大量收购中国的生丝，蚕丝价格逐年看好，种桑

养蚕有利可图，进而刺激了农民从事蚕桑生产的积

极性。另一方面，清政府的大力提倡为蚕桑业发展

提供了政策支持。１９世纪后半叶，特别是从８０年
代开始，清政府为缓和财政上的困窘并减少外贸逆

差，力促扩大蚕丝出口，下令各地官员尽快就地发

展蚕桑事业，从而一度形成全国引种桑树试行养蚕

的热潮。［１４］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各地蚕桑事业纷

纷兴起，南方蚕桑生产的中心区域由原来的嘉、

湖、苏、杭四府扩展到整个江南的八府一州和珠江

三角洲地区。其中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蚕桑业发展尤

为突出，有取代江南之势。自清代起，由于商品生

产的发展，蚕桑经营较其他作物获利更多，珠江三

角洲逐渐成为种桑养蚕的重要地区。乾隆二十四年

（１７５９年）清政府封闭福建漳州、浙江定海等对外

贸易港口后，广州成为全国唯一对外贸易港口，外

商集中到广州采购生丝和其他丝织品，致使粤丝销

路增加、丝价上涨，两广地区蚕桑业更加繁荣。［１５］

据Ｒｏｎｄｏｔ和 Ｇｉｌｂｅｒｍａｎｎ的调查，广东 １８８０年和
１８９８年的产茧量分别为６０万担和７１７万担，均
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浙江。［１６］

１９世纪后半叶的蚕书数量可谓巨大，咸丰至
光绪年间共达１４０部，占全部蚕书总量的半数以
上。但这一时期技术的创新性却较此前为弱。石声

汉甚至认为，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后，新出专业农书虽
不少，但以辗转抄录为主，很少会有一两条第一手

材料，因此没有什么价值。［１７］这一时期新编蚕书的

技术主要来源于两个地区：太湖地区是桑蚕生产技

术的主要源头，而山蚕技术主要出自山东。

同治、光绪年间，不仅江浙本地出现蚕书编写

热潮，而且由于其技术领先，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引

进太湖地区蚕桑技术的高潮。江浙以外的河南、直

隶 （今河北）、山东、山西、新疆、甘肃、湖北、

湖南、安徽、江西、福建、粤桂、滇黔等很多地

区，地方官员撰写的劝课蚕书多采用太湖地区蚕桑

技术。如河南蚕桑总局光绪六年 （１８８０年）颁发
魏纶先编撰的 《蚕桑辑要略编》与 《蚕桑织务纪

要》，详细介绍杭嘉湖地区购桑、分桑、栽桑等事

项；汪宗沂的 《蚕桑辑要》为在直隶提倡蚕桑事

业而作，书中大量参考了江浙蚕书；广东陈启沅的

《蚕桑谱》说： “吾粤土丝之美，不及湖丝，栽桑

饲蚕之法，亦不若湖之周且备，近则详求博考，略

得其法矣。”［１８］总之，各地劝课蚕书中引用太湖地

区蚕桑技术成为普遍现象。［３］

山东栽桑养蚕历史悠久，战国秦汉时期，齐、

鲁、兖等地成为养蚕和丝织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且

有 “齐纨鲁缟”的美称。最早反映山东蚕桑业发

展状况的农书是贾思勰的 《齐民要术》。其所记载

的蚕桑生产技术也代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全国的最

高水平，直至宋元山东仍保持较高的生产水平。明

清时期，全国蚕桑业中心南移，在北方桑蚕生产普

遍衰落的背景下，山东的山蚕业却获得发展，成为

全国山蚕生产的中心地区。因此清代山东蚕书的一

大特点是山蚕类蚕书居多，在所有１５部蚕书中，
有９部介绍山蚕生产技术，如孙廷铨 《山蚕说》、

张嵩 《山蚕谱》、许廷瑞 《汇纂种植喂养椿蚕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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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等。所谓山蚕或野蚕，是指以桑叶之外的柞、

椿、槲、柘树等树叶为食的蚕类，以柞蚕最为普

遍。山东是中国柞蚕生产的发源地， 《尚书·禹

贡》记九州贡物曰 “青州厥篚鳿丝”，“鳿丝”即

柞蚕丝。东汉伏无忌 《古今注》载：“（西汉）元

帝永光四年 （公元前４０年），东来郡东牟山有野
蚕为茧，茧生蛾，蛾生卵，卵著石，收得万余石，

民人以为蚕絮。”［１９］宋元以后，随着对柞蚕生活习

性认识的逐步深入，人们为了从中获得更稳定的经

济收益，开始对柞蚕进行人工驯养。到明代中后

期，山东的部分蚕区已经实行人工种植柞树并放养

柞蚕。清代山东柞蚕人工放养技术进一步成熟，柞

蚕业成为重要产业。清初孙廷铨 《山蚕说》中描

述鲁中南诸城一带人工放养柞蚕 “弥山遍谷，一

望蚕丛”。康熙时张新修在 《齐雅》中说：“山桑，

叶大于掌，登、莱、青、兖四府，凡有山谷之处无

不种植。不论顷亩，以一人所饲为一把手，有多至

千手之家。不供赋税，坐享千金之富”（见 《临朐

县志》卷八 《物产》，清光绪十年刻本）。山蚕适

应力强，所食树叶容易获取，在不宜种桑的地区也

能放养，又不纳赋税。同时，蚕丝日益成为中国出

口货物的大宗。由于柞蚕丝有韧性强、耐热耐湿等

特性，在国际市场有很大潜力，因此有识之士和政

府极力提倡放养山蚕。乾隆时起，山东的山蚕放养

技术向外快速传播，推动了全国山蚕生产的发展。

山东巡抚喀尔吉善在高宗指示下编刊的 《养山蚕

成法》，是为了给北方其他地区发展柞蚕业提供技

术参考。该书后被陕西巡抚陈宏谋翻印，转发陕西

各县推广。光绪年间，王元?就家乡山东地区柞蚕

生产的经验写成 《野蚕录》，用于指导安徽地区的

柞蚕生产。曹广权任河南禹州知事时，重视种柞养

蚕，“访问鲁山种橡法五条、育蚕法六条，刊布传

说”［１］１０２，写成 《推广种橡树育山蚕说》。诸如此

类山蚕推广著作，几无不以山东为蓝本。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蚕书的时间和空间分布均

呈现出明显的波动性：蚕书的数量并未随时间推移

持续增加，而有数次波动；蚕书分布的中心区域也

迭经南北迁移———宋以前蚕书主要出自黄河流域，

宋以后转向南方，明清时期更以太湖流域为中心，

清中期以后显示出扩散趋势。蚕书的这一时空变化

特征正与蚕桑业中心的时空变迁特征相吻合。

我们认为，二者之所以有良好的相关性，首先

是因为蚕桑业发展的需要刺激了新蚕书的编著、刊

印。元代蚕书迭出，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新出蚕书

１３部，形成蚕书编撰的第一个高峰，当与元人入
主中原后恢复经济、发展农桑的迫切需要有关。故

世祖忽必烈立司农司，编修 《农桑辑要》颁行各

地，并以劝课农桑的成效作为地方官员考核标准。

乾隆以至清末官修农书更成为推广蚕桑的通例，除

全国性的 《授时通考》外，各地官员成为地方农

书的主要撰著者或发起人。乾隆以后政府对蚕桑的

重视，一方面归因于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需求压

力，另一方面也与国际贸易的增长有关。同光时

期，利权丧失，国际贸易逆差巨大， “岁入不敷，

民贫财匮”，而丝茶是中国出口之最大宗， “考湖

州一郡于同治九年中市丝于西人得洋银三千二百零

二万元，此仅一郡之蚕丝耳”。所以，发展蚕桑成

为其时挽回利权、富民强国的必然选择。为此，有

识之士纷纷倡导推广蚕桑、扩充丝业，“在今中国

自更即宜推广树桑饲蚕，出丝日多为当务之

急”［２０］。由于原来的蚕区已不能满足需求，因此以

推广为目的的大量蚕书应运而生。

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蚕书的编著出版对蚕桑

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宋元以前蚕书不广，技术传播

主要通过技术拥有者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如唐

大历年间 （７６６年—７７９年），越地通过迎娶北方
丝织女工，引进黄河流域的蚕业生产技术，从而改

变了丝织技术落后的面貌。①［２１］这种口耳相传的方

式传播速度缓慢，影响地域也十分有限。宋元以后，

蚕书成为蚕桑技术的重要载体，在技术传播和蚕桑

业的空间扩散中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特别是在

印刷技术普及、出版政策开明的时期，蚕书的大量

６４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８年２月

①《唐国史补》记载了这一北方蚕业技术的南传事件：“初，越人不工机杼，薛兼训为江东节制，乃募军中未有室
者，厚 给货币，密令北地娶织妇以归，岁得数百人。由是越俗大化，竟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矣。”详见文后参考文献

［２１］。



编写、刊刻大大提升了技术传播的速度，从而减少

了技术传播的约束，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蚕桑业时空

分布的原有格局。如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栽桑、养

蚕、缫丝的先进技术借助蚕书而得以在异地传播，

推动了南北各地蚕桑生产的发展。如果蚕书的编著

者能结合推广地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编写出富

有实践指导意义的蚕书，使生产者有据可依，就更

能收到显著实效。如陈宏谋在陕西广泛刊发养蚕之

法，并令有司亲历乡村劝以蚕事，使陕西各地一时

兴起蚕织之风。嘉庆十二年 （１８０７年）叶世倬履职
兴安 （今陕西安康市）知府，发现当地农民不事蚕

桑、生活穷困，于是参考杨磆的 《豳风广义》撰成

《蚕桑须知》，又从湖州引进蚕种，并对栽桑养蚕获

得成效者给予奖励。“自此民竞树桑，地无旷土矣，

四乡饲蚕取丝织
&

作线者大有成效” （见 《汉阴厅

志》卷之二，清嘉庆二十三年刻本）。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印刷和保存条件的限制，

早期农书留存较少，因此明清时期的蚕书更能充分

反映蚕桑业的时空变化特征。另外，蚕书不仅有记

录、总结蚕桑业发达地区先进生产经验的作用，而

且还有向欠发达地区推广和传授先进技术的功能。

某一地区蚕书数量众多，既可能是因为该地蚕桑业

的兴盛和技术的进步，也可能出于当地蚕桑业不兴

而有大量编印蚕书以事推广的需要。因此，对蚕书

时空特征的分析不能仅考量数量的多寡，还需要结

合蚕书的具体内容和此时、此地蚕桑生产的实际情

况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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